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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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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14—2021 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和固定效应模型，以农业机械化水平为调节变量，分

析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中国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良好的增长态

势，但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农地流转能够显著促进农业数字经济发展，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

质性，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农地流转促进了农业数字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为负且不显著；农业机械化水平在农

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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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armland transf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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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4 to 2021 and by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and the fixed effect 

model,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digital economy has been analyzed with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being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s agricultural digital economy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as a whole, but an obvious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Farmland transfer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digital 

economy. There is significant spatial heterogeneity,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fact that farmland transfer in the eastern 

region accele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digital economy, while tha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negative and unapparent. Meanwhil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impact of farmland transf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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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数字经济是建立在数字基础设施之上的农

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互动的经济活动[1]。随着云计

算、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

的广泛应用和推广，农业数字经济占比逐步提高。

2017 年至 2021 年，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从 27.2 万

亿元上涨到 45.5 万亿元，农业数字经济的渗透率也

由 6.5%提高至 9.7%。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对创新农业

生产经营模式，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深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实现智能化、

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

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之中，以数

字化带动产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成为农业农村工

作的重点方向。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农村数字

基础设施的建设，先后出台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

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十

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

(2022—2025 年)》。2023 年中央 1 号文件明确提出

“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推进智慧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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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央 1 号文件再次提出“持续实施数字乡村

发展行动，发展智慧农业，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促进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全面、深度结合。农业农村

现代化已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议程，数字经济被视

为推动这一现代化的引擎。 

已有文献从数字技术的研发与应用[2]、财政支

持[3]和农民数字素养[4]等方面研究了农业数字经济

发展的影响因素。一些文献探讨了农地经营规模对

数字技术和农业数字经济的影响。李本庆、金建东、

秦国伟等[5-7]认为小规模农户难以承担农业数字技

术的使用成本，经营规模的扩大才有利于农业数字

效能的发挥。姚文[8]认为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

能够摊薄使用数字技术的成本，加大数字技术在农

业生产方面的应用和推广力度，从而促进农业数字

经济的发展。全世文[9]认为当前我国农业转型的方

向是实现组织形式由小农经营向适度经营规模转

变，在此过程中应当统筹好适度经营规模，把控好

节奏，逐步掌握数字技术的应用。夏雯雯、冯晓龙

等[10,11]利用微观调查数据通过 Probit 模型实证研究

发现，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会影响农户对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水平。随着农村土地以

“三权分置”为重点的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农地

流转水平从 2005 年的 4.57%提高到 2021 年的

35.37%，农地流转规模逐步扩大[12-15]。农地经营规

模的快速发展对农业数字经济的影响得到了广泛

的关注，但实证研究依然相对匮乏，且鲜有文献针

对农地流转与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展开研究。

基于此，本文拟探讨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

的影响机理及农业机械化水平的调节效应，并利用

2014—2021 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

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农村土地细碎化现象严重，传统农户存在

着经营规模小、种植结构不合理、经营方式落后等

问题，这加大了农业技术投入的相对成本，致使部

分农户对技术更新的动力不足。农地流转可以推动

农地在农户之间有效整合，提升农地产权的稳定

性，让承包到户、分散的农村土地得以集中，农地

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由此可以转变我国小农生产的

传统模式，加快生产要素的集聚，降低农业生产和

经营的成本，重新优化土地、资金、技术及人才等

生产要素配置，提高单位产出水平、农产品质量和

总体收益，促进耕地细碎化向农业生产的规模化、

标准化和集约化转变[16-18]。与此同时，在农地产权

预期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农业经营主体会更重视农

地长期投资收益[19]，增加对农业物联网、大数据分

析、农业机器人等农业数字技术的需求，使得数字

技术具有更小的边际成本，有利于农业生产过程中

精准管理的实现，更利于补偿数字化设备的固定成

本。农业经营主体转入农地可以扩大经营规模，通

过农业数字技术实现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释

放出农业数字经济的额外收益——“规模红利”。 

农地流转使得大量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

门中解放出来，转移到二三产业，优化家庭劳动力

配置。农户通过农地流转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

后，可以获得非农工资性收入和土地转让租金，学

习新技术有了资金保障，可以更好地提升可持续生

计能力，拓展收入来源[20]。同时，农地转出还催生

出一批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新型经营主体。

作为农业先进技术的示范者与传播者，这些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对数字化的需求程度相较于普通农户

更高。他们往往拥有相对富足的资金、技术、人才

以及其他的生产要素[21]，会根据当地的土壤情况、

种植方式以及作物种植结构进行选择，利用“农业

遥感”“3S 技术”“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建立从

分散化向集中化转变的高效科学的农业数字化管

理模式，促进农业数字经济发展。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1： 

H1：农地流转可以促进农业数字经济发展。 

（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调节效应 

农业机械化增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了

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是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的重要基础，为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保

障和强大支撑[22,23]。农业机械化水平高意味着农地

流转集中至规模经营主体和大量使用农业机械设

备替代传统人工作业进行农业生产，传统生产模式

和经营方式得以改变，提高新品种、病虫害防治技

术、耕作技术和其他技术服务等的应用水平，从而

有利于农业数字化，促进农业数字经济发展[24]。农

业机械化水平较低意味着缺乏先进的农业机械设

备和资金支持，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生产成本偏高，

并可能产生农业生产对人力资本的路径依赖，不利

于推广和采用农业数字技术，难以实现数字化农业

生产和管理。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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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农地流转促进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农业机械化水平发挥正向调节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首先，为了检验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

的影响，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ARDEit = ρ
0
+ ρ

1
FDit+ηXit + μ

i
+ σt + εit（1）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第 i 个省份和第 t

年；ARDEit为农业数字经济指标；FDit为农地流转

水平；Xit是一系列控制变量；μ
i
和σt分别为控制个体

效应和年份效应的省份哑变量和年份哑变量；εit是

随机误差项。 

其次，为进一步验证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

发展的促进效应中是否存在调节效应，本文将农地

流转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交互项引入原模型。具体

模型设定形式如下： 

ARDEit = λ0 + λ1FDit + λ2AMLit + λ3FDit ×

AMLit+φXit + μ
i
+ σt + εit                  （2） 

其中，AMLit表示农业机械化水平，其余变量内

涵与式（1）一致。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ARDE）。目前没有能

够计量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变量，学者们

多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进行评价。本文参考慕娟、

张鸿等[1,25]的做法，从农业数字基础设施、农业数字

化、农业数字产业化三个维度来测度农业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其中，考虑

到数据的可得性，农产品数字化交易水平采用实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来衡量，农业信息技术应用水平采

用邮政网点平均服务人口来衡量，农村网络支付数

量及规模则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标数据

中不同县域指数均值来衡量。具体步骤如下： 

1）设指标测度值为xjt，表示为第 j 个指标第 t

年的数据。为了消除不同指标之间量纲的影响，分

别对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做极差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xjt
' = (xjt − xmin) (xmax − xmin)⁄    （3） 

逆向指标：xjt
' = (xmax − xjt) (xmax − xmin)⁄    （4） 

2）计算第 j 个指标第 t 年的值所占的比重p
jt
： 

p
jt
= xjt

' ∑ xjt
'm

i=1⁄                        （5） 

其中，m 为样本总数。 

3）计算第 j 项评价指标的熵值ej： 

ej=−
1

lnm
∑ p

jt
lnp

jt
m
i=1                    （6） 

4）计算第 j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wj： 

wj = (1 − ej) ∑ (1− ej)
n
j=1⁄               （7） 

5） 通过标准化的指标值xjt
' 与测算的指标权重

wj的乘积总和表示综合评价值： 

Ti = ∑ xjt
' wj

n
j=1                         （8） 

式中，Ti∈（0，1）。Ti值越接近 1，表明农业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 

表 1 农业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农业数字基础设施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 农村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占农村人口百分比（+） 

 农村智能手机普及率 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年移动电话拥有量（+） 

 广播电视网络覆盖率 农村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数占家庭总户数比重（+） 

 农业气象观测站数量 农业气象观测站数量（+） 

 光缆线路长度 光缆线路长度（+） 

农业数字化 农业数字化规模 种植业、畜牧业、渔业中数字技术应用规模占比（+） 

 农产品数字化交易水平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农业生产投资 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 

 数字化固定资产投资 科技服务业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 

农业数字产业化 农业信息技术应用水平 邮政网点平均服务⼈⼝（–） 

 农业农村数字基地数量 淘宝村数量（+） 

 数字产品与服务消费水平 农村恩格尔系数（–） 

 农村网络支付数量及规模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2．核心解释变量 

农地流转水平（FD）。本文参考匡远配等[26]的

研究，使用各年《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中

“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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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比重来衡量农地流转水平。 

3．调节变量 

农业机械化水平（AML）。农业机械化发展为

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和有力支撑，可

能在农地流转影响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参考徐呈呈等[27]的研究，

选取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的比重来反映农业

机械化的发展程度。 

4．控制变量 

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3,4,28,29]，本文选取了一些

可能影响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变量。1）农业财政政

策支持力度（Gover），用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占第一

产业产值的比重来衡量。2）技术市场化程度

（LnTT），用技术市场成交额取对数表示。3）农村

经济发展水平（LnPGDP），用第一产业增加值取对

数来衡量。4）交通状况（LnTran），用公路里程数

取对数来反映。5）人力资本（Hum），用各省份就

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

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经营

管理统计年报》以及各省统计年鉴、北京大学数字

普惠金融指标数据中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标，获取

了全国除西藏及港澳台以外的 30 个省（区、市）的

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样本区间为 2014—2021 年。其

中，对于缺失的部分数据，用线性插值法进行插补。 

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本文基于上述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测算

出 2014—2021 年我国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

（表 3），并根据测算结果绘制出 2014—2021年全

国及东中西部地区①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变化趋

势图（图 2）。从整体上看，我国农业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整体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从 2014 年的

0.0885 增长至 2021 年的 0.2262，年均增长率为

14.35%。东部地区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中部和西部地区长期低于同期全国平均

水平，但走势基本一致。从 2021 年农业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排名看，位于前五位的省份是浙江（0.6485）、

广东（0.5874）、江苏（0.4392）、山东（0.3859）

和福建（0.3758），均为东部省份；排名靠后的五个

省（区）是吉林（0.112 1）、内蒙古（0.108 8）、

海南（0.085 2）、宁夏（0.0770）和青海（0.071 1），

多为中西部地区。这表明我国农业数字经济发展存

在较大的空间差异性，且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

的分布特征。 

表 3 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 

省（区、市） 2014 年 2017 年 2019 年 2021 年 

北京 0.116 5 0.147 5 0.164 4 0.212 6 

天津 0.046 3 0.093 7 0.100 4 0.132 9 

河北 0.105 9 0.197 6 0.264 9 0.325 3 

山西 0.082 8 0.096 3 0.101 7 0.148 1 

内蒙古 0.088 8 0.104 0 0.096 8 0.108 8 

辽宁 0.107 5 0.097 5 0.102 5 0.113 8 

吉林 0.072 4 0.102 6 0.099 5 0.112 1 

黑龙江 0.081 7 0.123 5 0.139 4 0.160 7 

上海 0.080 9 0.106 8 0.123 3 0.150 4 

江苏 0.186 7 0.290 4 0.376 7 0.439 2 

浙江 0.153 5 0.336 5 0.513 6 0.648 5 

安徽 0.082 5 0.128 5 0.151 7 0.203 9 

福建 0.149 8 0.240 8 0.315 6 0.375 8 

江西 0.073 4 0.131 3 0.151 1 0.188 6 

山东 0.110 8 0.237 1 0.301 8 0.385 9 

河南 0.094 9 0.177 3 0.205 7 0.247 6 

湖北 0.080 3 0.227 9 0.277 1 0.326 3 

湖南 0.096 7 0.164 0 0.225 9 0.248 4 

广东 0.168 0 0.326 5 0.447 0 0.587 4 

广西 0.073 2 0.153 5 0.189 0 0.228 9 

海南 0.066 2 0.063 3 0.073 1 0.085 2 

重庆 0.044 4 0.085 1 0.100 7 0.131 2 

四川 0.132 0 0.176 9 0.244 3 0.290 9 

贵州 0.030 8 0.087 2 0.117 8 0.160 0 

云南 0.078 2 0.112 7 0.149 8 0.199 2 

陕西 0.087 4 0.135 6 0.192 4 0.185 5 

甘肃 0.045 5 0.083 1 0.099 7 0.112 5 

青海 0.032 5 0.056 1 0.067 5 0.071 1 

宁夏 0.031 4 0.057 8 0.065 5 0.077 0 

新疆 0.055 0 0.094 6 0.105 3 0.128 9 

均值 0.088 5 0.147 9 0.185 5 0.226 2 

注：为节省版面只列出部分年份数据。 

 

图 1  2014—2021 年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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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准回归分析 

首先对（1）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农地流转对

于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通过 Hausman 检

验来决定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从

Hausman 检验结果来看，P<0.0001，拒绝接受随机

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因此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

究农地流转对于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具体结果如表 4 列（1）所示。同时为了尽量减轻异

方差问题所产生的影响，本文所有回归均使用聚类

稳健标准误进行分析。 

从表 4 列（1）可知，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

发展的总影响为 0.306，且在 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

性检验，估计结果支持了农地流转有利于推动农业

数字经济发展这一观点，论证了研究假设 1。此外，

从控制变量来看，农业财政政策支持力度的估计值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可能是因为农业数字经济

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技术投入和数字化设施建设，而

当前的农业财政政策主要偏向于传统农业生产的补

贴和支持，很少有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专项资金和

政策支持，所以无法有效地支持和促进农业数字经

济发展。交通状况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

负，可能的原因是交通便利通常会加快城市化进程，

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力短缺，农业生

产规模减小，可能对农业数字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利

影响。 

（三）内生性检验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以较为有效地解决

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但农地流转与农业

数字经济发展之间有可能存在双向因果的关系。通

过农地流转，农户可以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和质量，推动农业产业实现数字化升级，

而农业数字经济的发展又能够提高信息的对称性，

减少参与农地流转的市场搜寻成本与谈判成本，进

而推动农地流转。为削弱这种内生性问题，本文借

鉴刘慧敏等[30]的研究方法，选择 1983 年各省份实

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户数比例与各年各省份

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比例的乘积作为农地流转的工

具变量，进行 2SLS 回归。 

首先，由于模型只有一个工具变量，所以不存

在过度识别工具变量的问题。其次，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的 P 值为 0，拒绝“工具变量不可识

别”的原假设；最后，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

计量为 96.487，大于 10%水平上的临界值 16.38，

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因此，本文使用 1983

年各省份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户数比例与

各年各省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比例的乘积作为工

具变量是合理的。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4 列（2）、列

（3）所示，工具变量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显著为正，

而基于工具变量所得的农地流转拟合值对农业数

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达到了 1%的显著性

水平，且核心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

正负号、显著性以及系数估计值均与双向固定效应

模型的值较为类似，这进一步表明基准回归的结果

是较为可靠的。 

表 4 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 

 (1) (2) (3) 

 ARDE FD ARDE 

FD 0.306**  0.309*** 

 (0.146)  (0.080) 

IV  1.047***  

  (0.006)  

Gover –0.053*** 0.004*** –0.053*** 

 (0.013) (0.001) (0.008) 

LnTT 0.027*** –0.000 0.027*** 

 (0.009) (0.000) (0.005) 

LnPGDP 0.184*** –0.002 0.184*** 

 (0.045) (0.001) (0.026) 

LnTran –0.324*** –0.000 –0.324*** 

 (0.105) (0.003) (0.055) 

Hum 0.030* 0.001 0.030** 

 (0.017) (0.001) (0.013) 

_cons –1.815***   

 (0.468)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40 240 240 

R2 0.732 0.999 0.732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 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1%、

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以进一步

对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考察。 

第一种方式是加入滞后项。考虑到农地流转对

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短期时滞性，将

农地流转变量（FD）替换为其滞后一阶变量

（L.FD），再对基准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

如表 5 列（1）所示。结果表明，系数在 10%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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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显著为正，说明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

影响具有明显的正向驱动效应，证实了研究结论的

可靠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ARDE ARDE ARDE 

L.FD 0.233*   

 (0.130)   

FD  0.315** 0.297** 

  (0.145) (0.137) 

Gover –0.048*** –0.052*** –0.051*** 

 (0.014) (0.013) (0.012) 

LnTT 0.027*** 0.025** 0.027*** 

 (0.008) (0.010) (0.008) 

LnPGDP 0.143*** 0.161*** 0.179*** 

 (0.045) (0.051) (0.043) 

LnTran –0.286*** –0.367*** –0.315*** 

 (0.103) (0.110) (0.090) 

Hum 0.041* 0.030* 0.026* 

 (0.022) (0.017) (0.015) 

LnCPI  0.128  

  (0.140)  

_cons –1.524*** –2.586** –1.742*** 

 (0.503) (0.982) (0.450)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10 240 240 

R2 0.687 0.736 0.758 

 

第二种方法是增加控制变量。数字经济的发展

需要良好的消费环境，需要顾客具备数字经济消费

的能力，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可以加速农业数字

化创新技术下新成果的转化，推动农业数字经济发

展。因此，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取对数（LnCPI）

衡量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加控制变量对模型进行

估计，结果如表 5 列（2）所示。农地流转对农业数

字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再次检验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第三种方式是对变量 1%的双向缩尾处理。为

排除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型变量

进行 1%分位上的双向缩尾处理，再重新对基准计

量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5 列（3）所示。可以看

到，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系数仍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可见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强

稳健性。 

（五）异质性分析 

由于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与经济发展

水平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本文进一步考察东中

西部三个区域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

响。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东部地区农地流转对于

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中西部地区农地流转对于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

影响为负且不显著。这表明在东部地区农地流转能

够有效促进农业数字经济发展，而中西部地区的农

地流转可能还会抑制农业数字经济发展。这可能是

因为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农业技术

水平较低，科研力量和创新能力也较弱，农地流转

过程中，可能面临技术传播不畅、技术应用不到位

等问题，从而抑制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总而言之，

我国不同地区的差异弱化了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

经济发展的影响。 

表 6 异质性分析 

 (1) (2) (3) 

 东部 中部 西部 

FD 0.360** –0.118 –0.004 

 (0.160) (0.074) (0.046) 

Gover –0.065*** –0.183** 0.002 

 (0.011) (0.086) (0.026) 

LnTT 0.083*** 0.014** 0.012*** 

 (0.018) (0.006) (0.003) 

LnPGDP 0.265*** 0.076** 0.124*** 

 (0.040) (0.034) (0.021) 

LnTran –0.632*** 0.042 0.037 

 (0.096) (0.082) (0.038) 

Hum 0.038 0.021 0.013 

 (0.025) (0.031) (0.010) 

_cons –4.352*** –1.133*** –1.669*** 

 (0.519) (0.381) (0.275)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8 64 88 

R2 0.955 0.893 0.957 

 

（六）调节效应分析 

表 7 为农业机械化水平调节效应检验结果。为

避免多重共线性带来的结果偏差，在生成交乘项之

前先对农地流转和农业机械化水平进行了中心化

处理。从表 7 可知，在纳入农地流转与农业机械化

水平的交乘项之后，农地流转的主要效应仍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农地流转与农业机械化水平交



   

   

28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kxb.hunau.edu.cn 2024 年４月 
 

乘项系数为 0.188，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农

业机械化水平在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

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假设 2 得到验证。 

表 7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ARDE 

FD 0.234** 

 (0.109) 

AML 0.042* 

 (0.024) 

FD×AML 0.188** 

 (0.090) 

Gover –0.050*** 

 (0.014) 

LnTT 0.027*** 

 (0.009) 

LnPGDP 0.147*** 

 (0.039) 

LnTran –0.248** 

 (0.096) 

Hum 0.034* 

 (0.019) 

_cons –1.643*** 

 (0.461) 

地区 控制 

时间 控制 

N 240 

R2 0.761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利用 2014—2021 年全国 30 个省（区、市）

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用模型实证检验了农

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整体上看，我国农业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但呈现出明显

的“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第二，农地流转对农

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农地流转有

效地促进了农业数字经济的发展。第三，农地流转

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空间差异性。

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农地流转能够显著促进农业数

字经济的发展，而中西部地区的农地流转可能还会

抑制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第四，农业机械化水平在

农地流转与农业数字经济发展之间发挥着正向调

节效应，使得农地流转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 

上述研究结论对于加快农地流转，促进数字经

济发展具有以下启示：一是应优化创新农地流转机

制。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机制，搭建农村农地流

转平台，拓宽农户获取农地信息渠道，促进农地供

求双方的有效对接和交易。二是应坚持因地制宜推

动区域协同发展。根据全国各个区域农地流转水平

的具体情况，实施适合当地发展的农地流转方式和

举措，制定针对性的指导政策并加以落实。在农地

流转水平较高的地区，要进一步优化农地流转模

式，加强流转合同的监督和执行以及对农地流转平

台的监管；而在农地流转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要

积极开展农地流转的政策解读和宣传工作，介绍其

他地区的成功经验，提高农户对农地流转的认识和

理解水平，引导农户积极参与农地流转，促进农地

流转市场的发展，为农地流转提供更多的选择空

间。三是应加快构建完善的农业数字经济体系。要

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建立农业数

字化信息平台，提供农业数据共享和交流平台；要

加强对农户的技术培训，提高他们运用智能农机、

农业物联网、农业大数据等的能力。加强农业数字

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技术的推广应用，不断

提升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推动农业数字经济的发

展。四是应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政府要加大对农

机的补贴力度，鼓励农户购买和使用农业机械设

备；要加强农业机械设备的更新与升级，引进先进

的农业机械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要加强农业

机械化生产技术的培训与推广，提高农户对农业机

械操作的熟练程度；要促进农机与信息技术的融

合，提高农业机械化生产的智能化水平。 

注释： 

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

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

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

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

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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